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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分享與訊息可信度的關聯分析 

 

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討論網路時代不同世代的使用者在網路新聞分享的差異，以

驗證本文所提出的「訊息可信度」(messages credibility)理論。所謂「分享」

包含分享訊息、協力合作和創用的多元概念。研究資料以深度訪談訪問 42位不

同年齡的受訪者分析而得。研究結果發現，在網路訊息豐富而來源多元的時代，

受訪民眾對網路新聞使用已經相當碎片化，且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會用自

己的經驗守門過濾。研究發現，不同世代皆認為新聞機構的新聞產品可信度最高，

然而不同世代受訪者會因為網路新聞不同使用與分享差異，影響訊息可信度評估。

本研究發現「可信度」的組成因素因不同世代而有認知差異。年長世代認知的「可

信度」偏重早期的新聞信任度和媒介可信度，仍重視媒體品牌；但年輕世代的「可

信度」認知受到社群媒體的互動、連結、及社群網站的社會線索與社會科技機制

影響，會以多種因素作為網路新聞/資訊可信度的判準。本研究以整合概念，觀

察網路新聞分享動機與訊息可信度的關係，並以不同世代作為分野，有助不同年

齡的閱聽眾如何使用網路新聞，以及訊息可信度評估與其分享行為之間的關聯。 

 

 

壹、研究緣起 

 

   近年來平面媒體紛紛推出線上新聞，使得線上新聞生產和接取形成新的新聞

消費行為，一方面新聞生產、接取和閱讀的「折損率」(mortality rate)比以前快很

多(Hannan & Freeman, 1977)，另一方面不同世代的新聞選擇、傳散和分享行為的

差異更為明顯(Heider, McCombs, & Poindexter, 2005;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12)。讀者的新聞選擇也成為大眾傳媒發展

有史以來最多元的時代，讀者「看新聞」不但不再受制於新聞媒體，擁有更多主

控權，民眾和媒體訊息關係的主客易位，也使新聞媒體重視網站的流量和推薦分

享 (Hayes, Singer, & Ceppos, 2007; Kovach & Rosenstiel, 2001; Matsa & Mitchell, 

2014; Singer, 2007)。  

    然而網路的開放性也使新聞的概念也比過往複雜很多，在這個人人皆可在線

上論壇發表意見及出版內容的時代，傳統媒體的新聞已和網路「新聞」的經驗不

盡相同，美國 Pew Research Center 已發現美國三成成年人的新聞來自臉書，

五成的社群網站使用者會分享新聞，四成六社群網站使用者會討論新聞的選擇

(Matsa & Mitchell, 2014)。新聞雖是各年齡層共同閱讀的文本，但「看新聞」行

為卻出現世代差異，2016 年美國成年人只有二成還看紙本報紙，18 至 29 歲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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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紙本新聞，但 65 歲以上卻有 48%還看紙本報紙新聞(Pew Research Center, 

2016/7/7)。 

    不同新聞接取來源也產生不同的新聞消費行為，傳統媒體取向的讀者多為單

向和上到下的接取行為(Chaffee & Metzger, 2001)，但來自社群網絡的新聞消費不

但產生更積極主動的接取、處理和轉傳分享行為(Smith, 2013)，網路新聞接取和

處理過程，也被視為「社會參與和社會驅使的活動」(socially-engaging and 

socially-driven activities)(Purcell, Rainie, Mitchell, Rosenstiel, & Olmstead, 2010)，

由於新聞已經是跨世代共同閱讀的文本，雖然因為年齡不同，年輕人和長者選擇

的媒體來源不盡相同，也使研究者關心新聞讀者是否因為生命歷程不同，對生活

期望有所差異，而有閱讀新聞和選擇新聞的差異？這種選擇的差異是否反映了他

們追求生活期望的不同滿足，也意味他們對新聞概念有所不同？ 

    另一值得重視的因素訊息「可信度」(credibility)和新聞接取與分享的關係。

由於多數年輕人從社群網站獲得新聞，但研究發現這些新型態的參與分享，已經

混淆了新聞和資訊，亦使得媒體把關和專業權威形成的「可信度」已被打破，一

方面網民的知識資源更加多元拓展，但良莠不齊的訊息在網路流傳造成可信度難

以辨識的難題(Callister, 2000)。 

    「可信度」原為說服傳播探討的重要變因，也是新聞專業的基本要素

((Flanagin & Metzger, 2000)，可信度代表接收者對不同類型媒體表現的感知，也

代表民眾認為媒體是否專業，以及媒體能否履行公共服務角色的評價(Ladd, 

2012)。在傳統媒介逐漸轉型成數位媒體之前，「可信度」一直和資訊相信程度

(Believability)度連結，過去研究發現「可信度」基本上不因媒介類型不同而不同，

「可信度」是新聞行業的核心價值，也是媒介最重要的資產。然而因為媒體環境

改變，「可信度」的意涵也出現不同詮釋，Kiousis (2001)指出，可信度的概念逐

漸分殊為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和媒介可信度(medium credibility)，前者重

視資訊傳送者或個別發言者的特質，後者是指內容傳送的管道 (p. 382)。 

    「新聞分享」則為另一重要變項。Webster 和 Ksiazek (2012)認為，當代媒介

消費已包含強烈的社交要素，人們會消費他人己消費的內容，而且鼓勵他們對這

些消費有所回應，甚至會形成滾雪球效果。他們指出，這種消費已形成複雜多元

消費形態，人們對於推薦內容形成需求，也認為被推薦的內容是有吸引力的，更

重視網路上對內容評比的結果。隨著人們依賴網際網路愈深，更多人從網路汲取

新聞、商業、健康訊息，網路使用者會更希望看到有關網路資訊的信號，以決定

某則訊息是否可信(Flanagin & Metzger, 2007)。許多學者也對什麼樣的網路來源

和如何在網路環境中評價訊息可信度產生好奇，這種可信度評價是否對網路分享

行為有所影響，更成為值得探討的議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台灣社群平台逐漸普遍以來，線上新聞的接收（觀看）、

傳散（分享）與分享（上傳）行為動機相當缺乏有系統的探討，這些使用可能因

為年齡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人生目標而異，並可能使得新聞接收、傳散、分享及對

新聞(資訊)可信度的評估產生不同連結。國外也發現年長者對於從社群網站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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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興趣不高，但年輕人則動機更強，接收行為更多。為了瞭解促發不同類型

線上新聞接收行為背後的動機， 

    本研究另一研究目的是探討社群媒體普遍的時代裡，「可信度」的概念是否

需要重新定義？傳統的「新聞可信度」重視新聞內容的公平和客觀，是否仍然適

合線上媒介訊息的可信度測量？過去探討可信度研究偏重媒介可信度的研究，主

要分為「相對可信度」和「絕對可信度」(羅文輝，2003，2012)。Sundar（1999, 

2008）認為在網路時代應研究訊息可信度，關注訊息內容的偏差、公平性、客觀

性與可相信性等傳統可信度概念，但他和 Appelman & Sundar (2015)更指出，網

路傳播情境中，訊息與個體、組織來源之間強烈關係的消逝，閱聽人已不易辨識

最初始的消息來源為何，而應獨立考慮閱聽人對於資訊可信度的感知。 Callister

（2000）也認為可信度從傳統權威、專業機構的「賦予可信度」(granting credibility)

轉為網路社會科技製造的「社會可信度」(如按讚、瀏覽量等)，網路新聞聞使用

與分享形成可信度的新評價原則，但這方面的研究很受忽略。 

    本研究認為Sundar等所說的「訊息可信度」較能涵蓋網路時代的多元訊息來

源，而Chung等(2012)「線上可信度」和Appelman & Sundar (2015)的「訊息可信

度」提及的科技和社群媒體之社會關係特質也可以作為「可信度」的參考架構，

不過由於考慮世代差異，本研究主要仍探討「新聞可信度』，但因網路新聞可能

夾雜了意見和不同訊息，所以在綜合討論時，將區分新聞可信度和訊息可信度分

別討論。 

    本研究將探討不同年齡的閱聽眾的網路新聞接收和分享行為，並將釐清不同

世代閱聽眾對網路新聞「可信度」概念之異同，並瞭解新聞接收與分享經驗和「新

聞可信度」評價有何關聯，特別社群媒體的使用是否影響網路新聞「可信度」的

評價。同時過去網路新聞閱讀和使用大都鎖定年輕人進行探討，少有針對不同世

代的閱聽人做實證探討，本研究希望以生命史(life span theory)取向，延伸和整合

相關理論，讓全面與整合性的探索變得可能。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一、台灣網路新聞發展與世代差異 

    台灣新聞自由為亞洲之最，媒體多元發展和報導自由使能閱聽眾能獲得不同

的政治和經濟事務(Freedom House, 2017)。另一方面，傳播媒體發展也相當快速，

不同世代也身處台灣社會傳媒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經驗和共同記憶。

1950-65 年為戰後嬰兒潮，當時正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蓬勃期，也是官營報紙

的強勢時代，主要以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新生報為主，後來聯合報和徵信

新聞(中國時報前身)才脫穎而出(陳國祥、祝萍，1987)；1966-76 年代是台灣本土

化和反對勢力萌芽、經濟富裕形成多元文化的階段(謝杏慧，1999)，此時是報業

起飛時代，聯合報成立經濟日報、民生報，也奠定報團基礎；台視(1962 年開播)、

中視(1969 年開播)、和華視(1971 年開播)三家無線電視台陸續開播(鄭瑞城，



4 

 

1988)。 

    1977 到 1987 年，中國時報報團成立，1978 年發行時報周刊，創辦工商時報，

但同時林榮三於 1981 年買下自由時報前身自強日報。1981 年天下雜誌創刊，1986

年民進黨創黨，自立晚報和民眾日報立場接近黨外立場，不過當時已形成百家爭

鳴局面。1987 年戒嚴令解除，報禁隨後開放，台灣媒體一夕間蓬勃發展。 

    台灣的電腦和網路發展醞釀期是 1985-1991 年間，發展成長期是 1992-2000

年間(陳文生、楊建民，2005 )。1992 年 Seednet 開放試用，是我國最早提供網際

網路連線的服務商。1993 年台灣通過有線電視法，開放有線電視申請。1994 年

國內第一條國際網路商用資訊高速公路正式通車。 2001 年我國寬頻網路用戶首

度突破百萬(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2015)。2006 年 Google 台灣成立，2007 推

出 YouTube(洪聖壹，2016，10 月 5 日)。臉書 2008 年進入台灣，2015 年推出即

時新聞，另一方面，2003 年香港蘋果日報進軍台灣創刊，快速數位化，該報於

2014 年推出即時新聞 APP，免費提供即時新聞和該集團的多元化內容，包括即

時訊息推播服務(蘋果日報，2014 年 3 月 23 日)。 

媒體消費方面，2016年第四季，81%民眾是社群媒體使用者，最受歡迎的是

臉書，有83%的滲透率(The Statistics Portal, 2017)，半數台灣民眾提及網路是主要

新聞來源，71% 20至29歲年輕人以網路作為主要消息來源 (TWNIC, 2016)。另一

項媒體使用調查顯示，半數18歲以上受訪者以電視作為主要新聞來源(57.3%)，

其次是網路(21.6%)，再次是報紙(10.6%)、廣播(2.1%)和雜誌(0.1%) (Rainmaker 

XKM, 2011)。這個結果和上述調查因為前者樣本為上網民眾，後者樣本為全體

民眾而結果不一致。世新大學於2015年的調查則發現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媒體使

用行為，他們調查發現98.9% 的大學生使用網路，其中有73.4%從網站獲得新聞，

但其他受訪成年人只有28.6%從網路接收新聞(世新大學，2015)。 

    蘇建州(2015)指出台灣傳媒產業市場分眾化明顯，因此近年新媒體使用可以

用「世代」(generation)或「科夥」(cohort)的概念來研究。郭貞(1995)解釋，世代

或科夥一詞源起於羅馬的軍事單位，現在泛指一群人有共同特色，或歷經共同事

件，由於界定和劃分簡便，現在很多研究用出生年來定義一個世代。Karl 

Mannheim 便認為「世代」是一群具有共同「社會位置」的人所建構起來的，並

受限於特定經驗領域、特定思想、特定行為模式(陳義彥、蔡孟熹，1997)。 

    Napoli(2014)研究也發現社群媒體使用有世代差異，主要是因為不同世代成

長的網路環境不同，造成不同世代間的網站使用和社群媒體使用的差異，世代差

異更造成社群媒體使用、傳播空間的策略使用、和集體記憶分享都有很大不同，

其中社群媒體的使用更成為不同世代間建構認同的重要中介角色。 

    因此從年齡分殊來看，不同世代確實有不同的媒體使用經驗的成長歷程，尤

其當代媒體環境變化快速，使其對訊息感知、媒體使用和訊息分享皆不相同，因

此值得從生命發展歷程進一步探討。 

 

二、網路新聞的概念與網路新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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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新聞的概念與特色 

    學者認為網路新聞的定義是指新聞媒體製作的集文字、圖片、音訊和視頻等

多媒體形式的新聞資訊，並通過網路媒體傳播給使用者(Deuze, 2002, 2003)。網

路新聞製作、傳播和使用過程，運用多種新媒體技術，使其在功能上有別於傳統

媒體形式呈現的新聞資訊(Deuze, 2003)。網路新聞生產過程必須考慮：(1)多媒體

特性，即生產者須選擇的最佳新聞媒體；(2)互動特性，媒體用戶參與、互動、

要求和定制新聞資訊的方式；(3)超文本連結特性，為新聞建立與其他新聞、資

料的鏈接(Deuze, 2003; Pavlik, 2001)。 

網路新聞的演進分成三階段 (Pavlik, 1997)，第一階段是紙本新聞的複製到

個別網站，包括早年一些新聞初期的網站，如 usatoday.com 和 nytimes.com。第

二階段開始有網路版自製新聞，並加上超連結，可以連接新聞以外的訊息。第三

階段進入網路可以直接客製化新聞的階段，社群媒體能在網上連接不同個人及社

群，媒體也嘗試用更新的說故事方式，以及更方便的方式讓使用者搜尋新聞以外

的內容，平台的讚享評設計更有助使用者貼意見、評論或直接和資訊來源互動

(Bruns, 2008)。  

    這種發展趨勢使得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均偏好採用「開放式媒體符碼」(open 

media code)和「自助方式」( buffet style)來組織新聞內容，並且更重視客製化

(Grunig, 2009; Steensen, 2009; Wood & Smith, 2005) ；讀者上網看新聞就像進入

自助餐廳，可用選單挑選有興趣的「菜色」；也可以在網路接收、下載、轉傳、

評論，表達意見認同，形成在網路上極有彈性的「使用」，時間上更容易即時同

步接收。 

    Grunig (2009)形容數位媒體的特色是：「對話、互動、關係和全球的」，也認

為線上傳播已發展成「雙向對稱的模式」(pp. 6 –7)，但因為網路傳播涵括範圍更

及於新聞和新聞以外的虛構編造訊息、貼文、影音，讓人們對因之造成的倫理問

題憂心不已。 

    由於數位新聞生態已和過去不同，新聞的「策展式流動」已成為常態(Thorson 

& Wells, 2015)，記者專業把關的新聞也和閱聽人需要的資訊串連，兩者經常並

存於網路空間。不過 Rosenbaum (2011)認為，無論科技發展如何，人們還是要用

個人心志力量去尋找、過濾、分類和脈絡化(contextualize)各種訊息和概念(轉引

自 Bardoel & Deuze, 2001: 94)，閱聽眾對於數位平台的新聞處理，仍會依循新聞

可信度理論中的媒體品牌、新聞來源、新聞產品質的可信作為判斷依據(Liu & 

Bates, 2009)。Williams 和 Carpini (2004) 強調，在新媒體環境中，由新聞工作者

把關的「資訊門」(information gates)已經崩解，新聞成為一種「策展式的流動」

(curated flows)，記者守門會和個別新聞消費者共舞，透過社群網絡做策略性傳播，

加上社群媒體設計的電腦演算法加入新聞排序，讓資訊真偽的判斷更複雜

(Thorson & Wells, 2015)。 

    因此民主社會中，人們尋求網路各種新聞和資訊的自主性提升，如果能夠多

方比對，應可在新聞選擇和政治立場之間得到相互校準的平衡；但實證研究卻發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4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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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相反，網路新聞來源愈豐富，選擇卻未必更多元；越常上網找新聞的閱聽眾，

反而越常根據個人興趣或偏好選擇新聞和資訊，因此網路新聞的豐富性，反而可

能變得更偏狹(Stroud, 2008, 2011)。 

    因此網路社會對比真實社會，也宛若一個虛擬的社會情境，人們同時為消費

者和製造者，扮演著資訊接收、傳散與產製的多重角色（Haridakis & Hanson, 

2009）。 

 

(二)網路新聞使用 

    過去探討網路新聞使用的動機和消費的關係，常採「使用與滿足」理論(Huang, 

2009)。該理論近年延伸到網路環境的媒體使用(Rubin, 2009)，但是使用與滿足的

方法和理論卻在探討網路新聞的使用產生很大限制，主要是無法以標準化的測量

觀察使用者在網路時代如何主動搜尋連結的訊息(Lin, 2002; Sunstein, 2007)，「新

聞」的定義和類型也不宜用傳統硬新聞和軟新聞區分，閱聽眾取得新聞的來源多

元且複雜(Swanson, 1979)，個人和訊息、組織及網路社群之間的訊息交換究竟呈

現何種關係，需要另找合適的理論。 

    Lee(2013)把新聞消費動機分為四種：資訊、娛樂、意見和社會動機的新聞

消費，這種分類主要和新聞內容的特質有關。「資訊」動機包括守望、獲得資訊、

決策效益、議題指引和投票幫助(Wenner, 1985)。「娛樂」的動機來自實現令人興

奮、歡笑、幽默或放鬆等目標(Hmielowski, Holbert & Lee, 2011)。「意見」動機

是指意見形成、確認或避免Garrett, 2009; Iyengar & Hahn, 2009; Johnson, Bichard 

& Zhang, 2009; Kaye, 2007; Knobloch-Weterwick & Meng, 2009; Stroud, 2008, 

2011)。「社會」動機指新聞消費為了社會價值或人際效用(interpersonal utilities) 

(Palmgreen & Rayburn, 1979)，社會動機包括需要跟上周圍朋友話題，對他人顯

示知識，純為社交，以及跟隨朋友而做。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6）調查指出，台灣有 6 成網路使用者已減少傳

統媒體的使用。隨著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倍增，資訊獲取的管道也從其他媒體轉

向社群媒體，社群媒體已成為重要的資訊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於 2016 

年 2 月針對網友進行「新聞資訊網站」使用調查發現，四大新聞類別中，以「入

口網站新聞頻道」之不重複造訪人數最高；不過，在總瀏覽網頁數與總造訪次數，

則以「報社／原生新聞網站」領先；獨立新聞媒體如《風傳媒》和《關鍵評論網》

的瀏覽率持續上升。     

 

(三)不同世代的媒體使用 

   「世代」影響不同年齡層生活，代表個人一生連續成長的多元性(Siibak & 

Vittadini, 2012)，也代表不同世代經過同樣的媒介系統變遷而帶來的科技與文化改

變，在社群媒體時代，可以看出不同世代在不同時空如何使用社群媒體，可以看

到他們是否形成共同記憶，甚至能比較他們的反身性思考，因此比較不同世代的

社群媒體使用和傳播應用，更能看出代間的歸屬和差異(Napol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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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在網路散播並非年輕人專屬，非網路原住民的其他世代閱聽眾也愈來愈

常用社群媒體分享新聞。2011 年以來，美國年輕世代和其他年齡層從網路獲知

新聞的差異逐漸減少，且不同年齡層讀者看網路新聞的時間逐漸超過傳統媒體

(Smith, 2011;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2011)。 

    Napoli(2014)也發現不同世代的社會網絡對傳播行為具有強而有力的連結作

用，尤其年輕世代的網絡連繫已經深入生活中的重要訊息取得、日常閒聊、線上

討論，資訊傳播似已重新定義彼此的關係。至於屬於網路新移民的 X 和 Y 世代，

社群網絡可以凝聚其共同記憶，凸顯不同世代有自己的生活品味和傳播實踐。這

項研究也發現不同世代在社群網路上「分享」熱度不同，主要是科技控制力和搜

尋技巧的不同影響他們的社群媒體使用。 

    研究發現，台灣的媒體使用亦可用 40 歲左右作為分界線，青年族群與中老

年族群出現世代差異。這種世代使用分裂的態勢，在網路新聞尤其明顯。2013

年之後，「網路」作為輿論的重要性越來越清楚。但是當「世代」和「網路」這

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之後，產生不同的結果：中老年族群在網路上表達意見的能力

遠不及年輕世代(TWNIC, 2016)。 

    蘇建州、陳宛非（2006）的研究發現，不同世代的媒體使用有很大差異，中

老年偏向民視、三立和東森新聞台；壯年世代看報紙仔細，且會先看頭版、要聞、

社會新聞和政治新聞；青少年世代喜歡上網，且以遊戲類、音樂、影視娛樂和交

友網站優先。 

    張郁敏(2015)研究不同世代的行動上網和媒介並用行為，發現網路世代比 X 

世代與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媒介並用行為更明顯，網路世代並用媒介時，注意力顯

著偏重行動網路的資訊，而兩個年長世代則將注意力集中在電視節目內容上。但

三個世代的媒介並用動機一致，包含方便習慣與認知地位兩者。 

    不過這些研究探討不同世代的網路使用行為，多偏重年輕和中年世代，蔡琰、

臧國仁(2008)曾研究熟年世代網際網路之使用，研究對象為 65 歲以上之健康而

能自理生活者之老人，他們訪問發現 65.1%對網路持正向態度，68.8%對電腦所

提之搜尋功能有正面看法。 

    如今，網路環境大為改觀，社群媒體的使用普遍而深入生活。但是不同年齡

層的網路使用者如何接收新聞和做新聞可信度判斷的研究付之闕如，本文因此提

出第一個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在社群網絡情境下，年輕與年長世代如何獲取新聞？如何消費網路 

            新聞？有何異同？ 

 

二、網路新聞分享 

    傳播科技快速發展之際，另一值得重視的網路行為是資訊分享。研究發現個

人的訊息分享已經出現複雜多元的形式，從整組新聞群的分享(例如懶人包)，到

類似廣播的開放傳播與自動連結(如部落格或微博的多元形式展現)、網路論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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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討論群、甚至使用者生成內容的協力合作等，應有盡有，都顯示資訊分享複

雜多元的樣貌(Bruns, 2008)。 

    網路新聞分享則是另一重要活動與現象，美國研究發現，透過網路分享新聞

已經是重要的新聞傳散方式；美國三分之二線上消費者透過社群媒體或電郵接收

新聞，半數會轉傳給別人，年輕人的表現比年長世代更為積極 ( Project on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Report, 2011; Bobkowski, 2015)。 

    「新聞分享」的意涵為何？van Dijck (2013)認為網路新聞分享已經成為一種

常規的實踐，Choi（2016）認為，社群網站上的新聞消費有別於其他媒體，因為

使用者在社群網站獲取的新聞內容多半來自其熟悉的其他使用者，使用者不僅接

收新聞，更可以主動處理新聞，包含貼文、轉發、推薦與評論（Smith, 2013）。

因此社群網站上的新聞消費重點在於「新聞分享經驗」，分享與社交成為人們使

用新聞的主要方式（Cebrin & Greenblatt, 2013）。 

    Choi（2016）認為，新聞分享是由資訊搜尋（information seeking）與資訊提

供（information providing）兩者組成。也就是 Hendriks（1999）所稱的「內在化

/內在吸收」（internalization）與「外部化/外部表現」（externalization）。其中內在

化包含使用者瀏覽新聞，以及建立屬於自己的新聞環境，包含訂閱特定媒體。而

外部化則包含了重新脈絡化，人們不僅分享原先的新聞內容，還會加上自己的意

見或提問，他們對新聞內容賦予新的價值與評斷，是一種更深入的參與形式。外

部化的另一種則是背書，包含按「讚」或「喜愛」，這是一種較侷限的表達形式。

也是一種網路上的微妙禮儀（Hong & Park，2011; Kim, 2014）。 

    國外研究發現，網路上最常分享的新聞也有共同特色，例如，通常是不具爭

議的內容，或挑起恐懼、焦慮或興奮的內容，或是積極鼓勵和帶有情感的用語，

或者是具實用價值、有趣和令人驚奇的內容(Berger & Milkman, 2012)。少數研究

發現年輕、收入中等、更有政黨傾向的美國人喜歡分享網路新聞(Chiu, Hsieh, Kao, 

& Lee, 2007)。Bobkowski(2015)研究發現，新聞分享者有其偏好的取向以及對資

訊效用(information utility)的判斷，在資訊效用上，閱聽眾會選擇含有高效用訊息

的新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1)重要和相關；(2)娛樂幽默。尤其第二類即使不

是新聞，也能和網路社群分享。在偏好的取向上，則以利他、社會參與、和自我

表達為主要動機。 

    國外網路新聞分享的研究雖然不少，但研究取向分歧，發現也不一致，網路

新聞分享可以視為一種光譜式的分布。就像 Bobkowski(2015)指出，即使是新聞

分享，有些還是從使用分享工具(是臉書、推特、部落格、或相片工具)來看，例

如臉書分享常包含資訊分享和新聞分享兩者，推特分享包括社會參與和自我表達，

這些發現都能擴大人們對於「分享」的概念的了解和認知。 

    台灣迄今少見網路新聞分享研究，本研究認為 Choi(2016)把新聞分享分為「內

在吸收」和「外在表達」兩者可以作為新聞分享的參考架構，實際上網民獲取的

新聞來源可能更為複雜，除了來自熟悉的來源外，使用者也可能有不同的網路新

聞分享和參與行為，包含貼文、轉發、推薦與評論，因此分享也經常包括新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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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創用(prouse)。因此社群網站上的新聞消費，應該和傳統媒體相當不同，另

外除了新聞使用者本身內在吸收和外在表達的差異外，近年如臉書、推特、youtube

等社群網路平台出現更多增加互動連結的機制和演算法對分享互動都有影響，這

部分將留待下一節討論。本文提出研究問題二： 

 

研究問題二：線上新聞消費者如何判斷線上新聞的訊息可信度？可信度概念在傳 

           統媒體與線上媒體之間有何異同？ 

 

三、新聞可信度與資訊可信度 

(一)新聞可信度的演變 

    「可信度」是多種因素的組合，早期研究認為「可信度」主要由「信賴」

(trustworthiness)和「專業程度」(expertise)構成 (Fogg & Tseng, 1999)。回顧可信

度迄今的研究，「可信度」概念其實隨著媒體變化迭有轉變。從 Hovland（1953）

的研究開始，可信度的即非單一面向的概念，同時考量專業程度（expertness）

和可信程度（trustworthiness），Greenberg（1965）也曾提出應將媒介可信度和整

體可信度分開觀察。由此可知歷來研究關注的媒體可信度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面向：

消息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媒介可信度（medium credibility）與資訊可

信度（message credibility）三類。 

    Wathen 與 Burkell（2002）即認為媒體可信度是消息來源、媒介、資訊與受

眾屬性（audience attributes）四個變項共同作用的結果，Perloff（2010）和羅文

輝(2013)把「可信度視為一種複合概念」也呼應這個觀點，Perloff（2010）指出

可信度應視為閱聽眾對於傳播者（communicator）的整體品質評估，而且應該從

傳播者主觀認知來理解。 

    網路媒體出現時，多數網路可信度延續早期研究概念，聚焦在政治或新聞訊

息的可信度 (Johnson & Kaye, 2010a, 2010b; Metzger, Flanagin, & Medders, 

2010; 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10；羅文輝，2013)。不過學者也逐漸重視傳

統媒體和網路不同類型通道(channels)何者較具可信度(Chung, Kim, & Kim, 2010;  

Metzger et al., 2003)的比較。 

    如今傳播科技高度發展，大量且來源複雜網路資訊成為閱聽人主要來源，媒

體可信度研究面臨新的挑戰。Flanagin 等人（2000）納入網路媒體與廣播、電視、

報紙一同比較不同媒體的可信度差異，開啟了後續對於網路低可信度的研究與觀

察。Walther, Gay, & Hancock(2005)把「科技能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加

入網路可信度研究。所謂「科技能供性」包括互動性(interactivity)、連結性

(hypertextuality)和多媒體特性(multimediality) 帶給網路新聞的加值。然而很少研

究把這三種特性放到網路新聞可信度的研究，多數研究不但局限在傳統可信度概

念，更只重視網路主流媒體的網路新聞，忽略網路新聞來源不限主流媒體。 

    近年研究傳統媒體和線上新聞來源可信度比較的研究，多半採用 Sundar 

(1999)的訊息可信度概念，他早年主張可信度量表一體適用於傳統媒體和新媒體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17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25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36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7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34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34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083-6101.2011.01565.x/full#b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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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信度量測，因在閱聽眾心目中兩者非常相像。部分研究者便以線下可信度轉

換到線上可信度進行類似測量。 

    Sundar（1999, 2008）主張網路時代應該研究「訊息可信度」，他認為除了關

注訊息內容的偏差、公平、客觀與可相信等傳統可信度要素外，更指出網路傳播

情境中，訊息與個體、組織來源之間強烈關係的消逝，閱聽人不易辨識最初始的

消息來源為何，而應獨立考慮閱聽人對於資訊可信度感知的複雜性。 

      

(二)社群媒體使用、可信度和新聞分享 

    傳播學者 Carey 曾說，「人門進入任何科技的世界，都彷彿展開另一種真正

的社會關係，我們也應從科技世界的時間和空間來感知這些社會關係」 (引自

Packer & Robertson, 2006, p.214)。分享已成為當代新媒體和社群網絡結合的重要

表徵，然而解釋兩者重要性的研究少之又少 (see Kennedy, 2016)。 

    一些消費者研究研究發現口耳相傳(electronic word-of-mouth, eWOM)是消費

者分享資訊的重要方式，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有分享的動機和希望社會連結，另外

也包括分享觀念、表現自我，和利他傳播(Bobkowski, 2015)。回到新聞領域，這

些動機或行為是否也是分享的要素，值得探究。 

相關研究發現，分享常循著個人的人際網絡和線上朋友的方向發展，傳送者

通常把「分享」視為一種社會連結的軸線，因此跟著會重新架構資訊的脈絡和內

容，再傳給想分享的對象。其次，科技因素也在其中扮演要角，由於社群媒體都

具有分享和互動機制，因此也助長的按讚、評論和分享等行為(Tang & Lee, 2013)， 

Tufekei (2013) 也發現，當人們希望在網路分享訊息時，他們會希望展現他們獲

得資訊的能力，也希望所傳的訊息得到持續的關注，更能引發後續活動。  

Metzger & Flanagin(2013)關注社會線索(social cue)，提出影響訊息可信度判斷的

五個關鍵要素：名聲（reputation）、背書（endorsement）、一致性（consistency）、

預期違反（expectancy violation）、 說服意圖（persuasive intent）等。Kammar(2013）

認為，由於網路上知識資源更加豐富，會透過各種新聞使用行動與新的網路守門

人形成新興關係，「信任評估」過程則成為可信度判定的一環（Taraborelli, 2007）。

在社群網站上傳播途徑日益多元複雜的情境中，Appleman & Sundar（2015）發

現，可信度已經是以個人為單位、從感知、認知角度切入，也應擴大至訊息可信

度的概念，重新建立起訊息可信度測量指標。 

周樹華、閻岩（2015）指出訊息可信度不僅止於訊息內容（content），也包

括了訊息形式（format）的評價，呼應了從媒體的科技面向切入可信度研究的風

潮。Chung 等人（2012）透過實證研究發現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透過連結

串連多元的網路新聞資訊來源，提升了閱聽人對網路新聞的認知可信度。網路的

科技因素影響可信度判斷脈絡與 Sundar（2008）透過長期實驗所提出之理論框架

MAIN 模式的概念基礎亦相同，其提出的四個數位媒體的「科技能供性」

（affordance）：即模組性（modality）、能動性（agency）、互動性（interactivity）

與瀏覽性（navigability），並會透過「捷思線索」（heuristic cue），在資訊超載的



11 

 

情況下能快速協助閱聽眾判定訊息的可信度。 

    台灣過去的可信度研究發現，民眾最常使用的報紙和電視新聞均可預測他們

最相信的的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也發現民眾會依照自己想法理解媒介訊息，

進行「選擇性信任」，可信度和媒介使用不但呈現正相關，可信度也已經是一種

複合的概念(羅文輝，2013)。但羅文輝(2013)也指出，他的研究只限報紙和電視

可信度，未來應探討網路可信度，例如人們使用網路時是否會選擇和他們思想、

信念較接近的訊息，並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這些訊息較為可信，個人自主判斷可

信度的現象已經浮現。 

     

四、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使用、新聞分享與訊息可信度的關聯 

    綜上所述，在新媒體情境中的可信度研究已與媒體的科技特質與新興的傳播

關係息息相關，社群網站中可信度的判定也和閱聽人可觸及的社會線索有關連。 

    因此研究者嘗試描繪社群媒體情境下的網路新聞分享與訊息可信度關聯模

型，這個模型顯示網路新聞分享動機的先行條件是不同世代的使用者，因為年齡

不同，因此有不同新聞媒體發展環境和新聞消費習慣。新聞使用將因不同媒體使

用的習慣而有不同選擇，他們可以選擇傳統媒體，也可以使用網路媒體。 

    其次，網路新聞分享動機則因閱聽人新聞來源和可信度判斷而異，換言之，

網路新聞分享之前，閱聽眾會先了解新聞訊息的來源和內容可信度，如果判斷符

合他們傳散分享的目的，就可能會準備進行網路分享。除了前述因素，但另一個

重要變項是網路平台上的社會線索(見圖一)。本研究因此提出研究問題三： 

研究問題三：社會網絡中的「訊息可信度」有何重要性？不同世代的網路使 

             用者認知的社群媒體「訊息可信度」為何？和新聞分享有何關係？ 

 

圖一：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使用、分享與訊息可信度的關聯模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研究方法 

    過去網路新聞使用和可信度研究多採調查法，也有少數採用實驗法，本研究

新聞來源選擇 

傳統媒體或 

網路 

訊息可信度 

˙來源可信  

˙內容可信 

˙社會線索 

 

網路新聞分享或不分享 

分享對象 

分享動機與目的 

分享行為/方式 

年齡 

不同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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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度訪談進行。主要考慮如下：(1)個別受訪者能提供每個人使用與分享網路

新聞的深度活動和評估可信度的策略；(2)受訪者能說明他們探索的過程和不同分

享的經驗，非量化研究所能提供；(3)訊息效用有時是主觀判斷，而且那些訊息

重要或和個人相關？個人使用那些社會線索以及線索優先採用與否，會有個別差

異，他們對網路新聞環境、網路新聞資訊可信度判斷、和在網路社群的互動與活

動，用透過一對一的訪問才能清楚呈現。 

    訪問大綱包括以下四部分： 

    (一) 網路新聞來源、使用時間、類型 

  1.傳統新聞和網路新聞的選擇 

  2.使用網路新聞的時間和頻次 

  3.主要使用哪些網站（或社群媒體如 FB）的新聞、類型、內容及原因。 

      4.傳統媒體新聞和網路新聞的使用的經驗與比較。 

    (二) 網路新聞使用 

      1.選擇性的暴露 

      2.選擇的主題：新知、娛樂、參與話題 

 (三)網路新聞的訊息可信度 

     1.可信的網路新聞定義 

     2.判斷網路新聞可信的原則： 

       (1)來源可信：專業新聞機構、朋友家人、網路社群、意見領袖； 

       (2)內容可信：即新聞可信度的公正、客觀、相信是否適用於判斷網路 

          新聞的可信與否。 

     3.社會線索，指社群網路平台機制：(1)連結社群之評估。(2)網路社群計算  

        (social computing)如瀏覽、分享等。 

    (四)網路新聞分享 

      1.朋友常分享新聞頻次和內容。 

      2.分享新聞的動機與目的。 

      3.分享新聞行為/方式是純分享、創用、自我展現、參與社群。 

 

一、資料蒐集與訪問過程 

    執行訪問期間為 2016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28 日，研究者先以立意抽樣和滾

雪球方式上網徵求網路新聞使用者，受訪者以半開放式線上問卷進行篩選(篩選

考量包括基本人口資料、網路使用經驗、新聞網站使用)，確定受訪者一周至少

使用三天網路新聞，並有分享網路新聞經驗。 

    訪談以一對一進行面對面訪問，僅 1 位受訪者以電話訪問。受訪時間每次為

50 至 75 分鐘不等，訪問時告知將全程錄音，並簽署知情同意書。每個訪問內容

全部轉為逐字稿，後續並做逐字稿編碼與資料分析。 

 

二、受訪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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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國內不同世代群體的網路新聞閱讀、分享行為，及其對社群媒體上

之新聞可信度的看法，本研究根據創市際 ARO 公佈之 comScore Media Metrix 台

灣 2014 年 7 月網路流量報告，台灣網路使用者分布以 25 至 34 歲（51.1％）為

最多，35 至 44 歲（23.5％）次之，45 至 54 歲（16.6％），及 55 歲以上（8.8％）。 

    研究者據此年齡分布比例，在網路徵求網路新聞使用者，並透過滾雪球方式，

一共訪問 42 位成年人，其中 20 至 34 歲 22 位（52.4％）、35 至 44 歲 10 位（23.8

％）、45 至 54 歲 6 位（14.3％）及 55 歲以上 4 位（9.5％），符合創市際的台

灣網路使用分布比例。 

    受訪者其他人口資料如下，42 位參與者中男性和女性各 21 人，各占 50%。

教育程度有 4 位為中學程度(9.5%)、25 位為大學程度(59.5%)、13 位為研究所以

上(31%)。職業分布為：專業(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8 人(19.1%)、服務

業 8 人(19.1%)、商管 6 人(14.3%)、自由業 5 人(11.9%)、公務員 4 人(9.5%)、工

程/科技 3 人(7.1%)、公衛醫藥 3 人(7.1%)、家管和學生各 2 人(各 4.8%)、教育 1

人(2.3 %)。 

    由於訪談地點所限，受訪者居住地大多位於新北市和台北市。皆為網路新聞

使用者，上網載具以智慧型手機（100％）、筆記型電腦（76.2％）及平板電腦

（47.6％）最普遍，最常用以 Facebook 與 Line 接收新聞。 

 

三、資料分析 

    由於受訪者人數多達42位，本研究先做完受訪者逐字稿，接著做逐字稿和訪

問題網的對照摘要，並以受訪者的世代背景做進一步畫分，先將受訪者分為四群：

青年、中年、壯年和長者組，也做另一種分組，把受訪者類似的回應做分類，此

時可以得到答案相似者的另一種分群，這種以回答分群的方式主要以網路新聞使

用頻率、特殊類型的新聞使用(如政治類)、相似性和相似的延伸作為分類依據 

(Anderson, 2012; De Fina, 2009)，例如不同世代的受訪者使用網路新聞頻率類似，

此時會給他們另一組編號，如網路新聞重度、中度或輕度使用，如此除了可以看

到不同世代屬性的差異，還可以交叉觀察跨世代的網路新聞使用和可信度評估類

似者或不同者的詳細資料，以解讀其異同。 

    受訪者全部匿名以代號代表，依世代區分，年齡在20至34歲為A組，A組22

位代號依訪問序為A1到A22。B組為35至44歲10位，編號為B1-B10；C組45至54歲

6位為C1到C6；55歲以上4位為D組，編號為D1至D4。 

    本研究共由五名助理分成兩組，負責交叉檢視相關資料，在訪談資料的檢證

進行如下三步驟的交叉檢視：1.逐字稿中的變項概念化和變項類目建構；2.不同

世代分組及變項類目分類與編碼，例如「網路新聞使用」內涵、「新聞可信度」

和「訊息可信度」區分、「網路新聞分享」的內涵。這部分採「分析者校正原則」

(Patton, 1990)進行，即每筆資料都至少由兩位助理交叉檢視。3.進行類群分析，

分成世代內和世代間的資料分組，接著做相關分析，即類似資料進行連結；最後

為「訪談引述」分析，把訪談中代表性的引言另行整理。上述步驟反覆進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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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高質性研究資料的可信度。 

 

表1：不同受訪者所屬世代及分布比率 

世代名稱 出生年 比率 

戰後嬰兒潮 1954 年以前出生  10% 

X世代 1965 – 1955 年間出生  14% 

Y世代 1966 – 1978 年間出生  24% 

Z世代 1979 – 1991 年間出生  52% 

 

 

肆、研究主要發現 

 

研究問題一：在社群網絡情境下，年輕與年長世代如何獲取新聞？如何消費網路 

            新聞？有何異同？ 

 

    不同世代的受訪者使用網路新聞的動機為何以及如何消費新聞，本研究根據

訪談資料整理出如下發現分別討論之。 

 

一、使用網路新聞動機 

    過去以為使用網路新聞純粹是個人行為，本研究發現因為有社群媒體的幫助，

新聞搜尋和選擇遠比表面上看到要複雜。 

    (一)網路新聞選擇： 

    本研究發現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選擇會依他們成長的媒體環境而有差異。年

長閱聽人(戰後嬰兒潮世代)會用年輕時的閱報習慣去找網路新聞，有些 X 世代和

Y 世代閱聽眾看法也相同。「從小看習慣的報紙，它們自己推的新聞最相信，所

以相不相信跟媒體還是有關係，像 UDN、蘋果啊、東森啊，你就會覺得它不太會

是假的，可是如果是網路上一些不知名的網站，就不會太相信」。(D1) 「傳統媒

體像報紙，會有主管一道一道把關，不像網路傳的新聞會有立場，會揣測，而且

求快。」(C2)「我每天都先看報紙，再看網路新聞，但也是以有報紙的網站為主。」

(D3)。 

 

    不過當代網路提供的訊息和過去不一樣，Z世代認為網路可以提供更多元的

資訊和觀點，他們可以自主選擇想看的觀點和資訊(Stroud, 2007)。有趣的是Z世

代和Y世代就認為他們主觀就可以過濾意見和訊息，但部分受訪者也承認，他們

會挑選和他們態度或立場比較一致的訊息來看，也會避免和他們態度不一致的訊

息(Fischer, Jonas, Frey, & Schulz-Hardt, 2005; Johnson, Zhang, & Bichard, 2008)。這

算不算是一種偏見，許多人認為不算，反而覺得因為自己專業，或周遭朋友很專

業，他們認為自己能選出觀點正確而且夠專業的線上訊息，不會浪費時間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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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上(Fischer et al., 2005)。 

 

    我做律師，自然知道什麼新聞對我有用，有的觀點不正確，不用浪費時間往 

    下看。(D1) 

    另一位從事醫藥服務的中年受訪者C3也有類似看法：「我周圍的同事朋友都

值得信任，我們觀點差不多，所以選擇的新聞很像。」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包括「網路上假新聞太多，不可信」(D2)，也有人認

為同學家人朋友的分享都不會增加可信度，「我比較相信自己的判斷」。(C3) 

 

    由此可知，有些受訪者選擇新聞會根據專業或實際需要而定，也不限於新聞

媒體新聞，包括特定網站、專業者轉來的新聞資訊，都會成為受訪者的選擇，尤

其如果自己已經有背景知識，選擇的範圍會更特定，閱聽人會有選擇的暴露。 

 

    (二)社會科技特色 

Metzger 等(2010)指出網路資訊的社會科技特色，是指近年社會科技發展，

能提供閱聽人社會的和團體為基礎的資訊評量，主要透過科技連接了網路上的社

會群體。Chung 等人（2012）發現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透過連結串連多元

的網路新聞資訊來源，提升閱聽人對網路新聞的認知可信度。Sundar（2008）透

過長期實驗提出四種數位媒體的「科技能供性」（affordance）：模組性（modality）、

能動性（agency）、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瀏覽性（navigability），他認為網路

使用者會透過「捷思線索」（heuristic cue），在資訊超載的情況下能快速協助閱聽

眾判定訊息的可信度。  

深度訪談資料發現，Z 世代和 Y 世代在這方面的表現很好，不但能運用網路

上各種線索判斷新聞選擇和訊息可信度，也能根據個別需要，運用網路不同工具

判斷可信度，例如傳訊者的名聲或有無背書，或傳訊者傳的訊息有無一致性。 

 

有些訊息我真的很有興趣，就會在網上跟人討論，或是請教這方面的專家。 

(C5) 

現在訊息那麼多，我不會只看經濟日報，可以在 Google打關鍵字，或看「股 

票王」什麼的，找到網路特定的區塊，找起來又快...資訊又多。(D1) 

Line上的群組現在很方便，隨時可以問和答。(B7) 

網路的 link可以讓你一直延伸，找到我不想找為止，同溫層也很重要。(A5) 

我不會受網路點閱率影響，像撿到二百塊新聞點閱率很高呀，可信和點閱率 

應該是完全可以分開的兩件事。(A5) 

 

二、網路新聞使用 

  (一)網路新聞分享動機 



16 

 

    網路新聞使用動機可以分成三部分：新聞主題選擇、新聞內容特質評量、以

及資訊效用的認定。 

 

    1.新聞主題選擇 

    會分享的新聞主題選擇則歧異很大，也和世代差異、先存態度和工作專業、

個人需求有關。 

    我家裡訂自由，我媽是政治狂熱份子，我因為自己工作關係，雖然關心時事， 

    但看的以股市和國際新聞多…，也因為常和同事交換意見，還是以實用的網 

    路新聞為主。(C3) 

    分享的以專業為主，有時也有給朋友勵志的。(B2) 

    因為我英文差，所以我和朋友經常分享 CNN或 BBC新聞，有時我們不知道為 

    何翻成這樣，也會交換意見。(B6) 

    我喜歡分享的是社會新聞，尤其是家暴或兒童安全，會提醒家長要注意什   

    麼。(C2) 

     

    由深度訪談資料可知，新聞分享大都發生在 Z世代，且Z世代顯得主動積極，

他們的分享行為和內容分為以下幾類，最化約的可以分為硬性和軟性，但其目的

似乎相當多元，有些注重分享新知，有些因為新聞和工作或專業有關才分享，也

有純為關心社會共同福祉或朋友家人安全而分享，這類分享以實用類新聞為多。

值得注意的是，Z 世代多半把「新聞」概念擴大到相關資訊成為「新聞資訊」類。

他們也很喜歡分享帶有意見的新聞，主要視動機、目的和不同事件發生的情境而

定。 

 

    2.新聞內容特質 

 

    我常分享和我立場相關的新聞，因為在同溫層，所以有時我會加註自己  

    的意見。例如跟我自身權益有關，或是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我分享的 

    能和他們產生共鳴。(A5) 

有些新聞我會連續觀察它許多天，確定它是真實的才把它分享出去。(B5) 

我很少分享，但也不在乎新聞的深度，我覺得新聞分享只是起個頭而已，只

要讓大家知道大概就可以。(A7) 

我仍然看報紙，分享的新聞多半是看報紙上好新聞再複製下來。(D4) 

 

    從上述討論不難看出，網路新聞使用者分享新聞時，多半希望有所本，無論

是有實體新聞，或能判斷重要性或真實性與否，會是首先考慮要分享轉傳的新聞，

多數受訪者都說得出分享新聞的特質和主題，可知新聞分享有一種有意識活動，

而且充滿多元目的，分享轉傳的新聞類型和形式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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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資訊效用 

    根據 Metzger 等(2010)訊息可以分成有用(usefulness)和可用(usability)，這兩

種資訊效用類型經常被 Y 世代和 Z 世代的受訪者提及。 

 

    會分享參考價值高的新，像健康、營養、運動類吧，這些資訊有時小媒體也 

    有，反而不一定要到大媒體去找。(C4) 

    台灣網路新聞的缺點是廣告太多，無所不在，像我常看環保新聞，我上外國 

    新聞網站，它們分類做的比台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也比較完整。(C1) 

    我看社論、投書、民意論壇，這些內容有深度，都很有用，不像網路新聞很 

    膚淺。(D3) 

 

    比較特殊的是有些曾經參加過社會運動如太陽花學運的 Z 世代受訪者，分享

動機和參與過程和其他世代的受訪者不一樣：受訪者 A3 曾在臉書上就有立場的

新聞提出反駁和釋疑，「之後有網友私訊給我，表示已經自發地將我的意見結合

原檔案，傳給更多的使用者相互參照」，出現一種協力合作再製的檔案分享，而

且具有重要的社會參與意義。 

 

研究問題二：線上新聞消費者如何判斷線上新聞的訊息可信度？可信度概念在傳 

           統媒體與線上媒體之間有何異同？ 

 

一、傳統可信度概念影響網路訊息可信度的評估 

1. 傳統可信度如公正、客觀、可相信仍然重要 

 

(1) Y 世代和 X 世代認為他們會對訊息做可不可信的評估，一方面覺得網路訊

息太多，不確定性高，正如 Sundar (2008)、Taraborelli(2008)傾向更相信新

聞媒體，也認為公正、客觀和可相信是媒體和網路一般訊息區別的重要不

同。但戰後嬰兒潮世代受訪者多半認為新聞媒體本身的守門功能才是可信

度把關的重要依據，他們認為網路來源很多是二手、三手傳播，更多是謠

言或沒有根據的傳言，所以他們仍然相信來源的可信度，特別是傳統媒體

的可信度。 

  

我通常多看很多新聞，也會多看幾家新聞媒體的新聞，來驗證它是不是(可

信)，新聞通常有專家說，比較可信。(B11) 

  報紙跟電視都要互相印證，我看新聞不會光看網路，如果覺得是重要，會 

  再去找報紙查證。（D2）  

  網路傳的消息，我可能對這則訊息很有興趣…我會 double確認，不會光 

  看網路，我會再去查證。（D4）  

  我現在每天都還看報紙，很少人和我分享新聞，我覺得報紙新聞比網路有 

  深度多了，也不會亂寫。(C1) 

  有些有立場的新聞我不看，因為不真實，得不到訊息。我還看外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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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得到東西雖然快，可是雜訊很多。(D2) 

 

 

(2) Y 世代和 Z 世代多對新聞媒體抱持懷疑，他們指出台灣現在媒體有很多問

題，包括「標題誇大」、不夠專業、扭曲立場、報導不完整等問題。 

 

多位受訪者指出網路上釣魚標題太多的問題： 

標題點進去看就知道太誇大了，心裡很不高興。(A7) 

本來看標題覺得很有吸引力，但後來上當太多，就沒有吸引力。(A3) 

以前看標題就知道大概講什麼，但現在有標題什麼都沒講，只是吸引人點

進去。(A4) 

 

    Y 世代和 Z 世代認為不想看新聞媒體新聞的另一個原因，是不夠專業。 

    現在新聞往往令人失望，也不在乎出錯，我們只好出去找更多的新聞來 

    看。(A4) 

    我覺得有些網站比傳統新聞媒體深入，我看那些網站，或在入口網站搜 

    尋，還可以知道更多。(D7) 

 

    另外，如果想看多元新聞，網路選擇多，瀏覽也方便，這些優點對於各

世代來說都有體認，Y 世代和 Z 世代特別明顯。年輕受訪者 A9 就說，報紙

通常一天就完了，就放在那裡，「有時好像也不會追下去」，但如果是網站，「我

可以看看自由，再看看聯合，可以連續看不同家的新聞，和光看一份報紙的

感覺不一樣」(A9)。 

 

2. 來源可信的評價出現世代差異： 

    來源可信度一般分為傳統新聞媒體(legacy news media)、網路意見領袖(如教

授、專家、醫師、專業組織、或專業網站)、網友推薦、與網路的社會科技機制。

第一類是本身即可信的來源，具有權威感；後兩者是賦予的可信度(granting 

credibility)，例如專家肯定、或網友推薦、網路點閱等，在過去，專家肯定或表

達支持(或不支持)的近用門檻較高，不容易為一般民眾知道，但網路平台發達，

網路上社群表達立場極易快速傳播，可信與否的訊息可以快速傳散，創造網路上 

另一種「精英過濾過程」(meritocratic filtering process)，有助網民快速建立網路

訊息的可信度評估(Callister, 2000)。 

 

    受訪者對來源可信的評估也出現世代差異，年輕世代多半認為現在新聞媒體

不夠專業，他們可以找到更專業的網站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仍給傳統新聞媒

體、特別是某些報紙較高的品牌可信度評價。但是他們本身越來越重視網路上的

「精英過濾過程」的可信度評價。 

 

    傳統（比較可信）。…嗯，因為它畢竟，像報紙來講，可能說我今天一個小     

    記者我要發就發，對啊，他還是要經過什麽副編、主編等層層把關，然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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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面他們的立場，可以發才發；網路新聞因為它是即時嘛，審核的時間會 

    比較沒那麼綿密，所以可信度自然會比較低。(A9) 

聯合報的，所以可能覺得說這個聯合報寫的東西比較有公信力，那至於其他

地方寫的就變成說感覺上有些是嘩眾取寵或是有些是寫吸引你的 title事

實上內容卻不怎麼樣，目的只是希望你點選進去看而已。（C6） 

 

二、Z 世代多採信網路行動者作為可信度評價，但其他世代則不 

     

    有趣的是深訪過程中發現網路上有些類似意見領袖的行動者成為可信度評

價的重要來源，可能是這群受訪者(以 Z 世代和 Y 世代為主)有較高的網路傳播和

線上人際參與，因此對於意見領袖和網友的訊息比較相信。 

 

    意見領袖講的東西比較可信。…（朋友寫評論）會比較（可信），就他有去 

    研究過有去思考過，那會比較有可信度(B8) 

 網路比較知名的…他們是有那種、有權威性的，對。發布的訊息我會覺得會 

 信任他的專業。（B10） 

 

     

研究問題三：社會網絡中的「訊息可信度」有何重要性？不同世代的網路使 

             用者認知的社群媒體「訊息可信度」為何？和新聞分享有何關係？ 

 

    從前面網路新聞選擇和可信度評價的深訪結果中，已可看到不同世代確實有

些差異，並產生質變的可能，研究問題三則想從兩個角度探討兩者間的關係，一

為不同世代認為「訊息可信度」重不重要？以及訊息可信和新聞分享的關係為

何？ 

 

一、訊息可信度仍有重要性 

    本研究探討不同世代網路新聞閱聽人對於網路新聞可信度的評估和評估判

準為何，Sundar（1999, 2008）認為在網路時代應該研究「訊息可信度」，除了訊

息內容仍保有公平、客觀與可相信等傳統訊息可信度特質(Flanagin & Metzger, 

2008)，然而這種判斷也延伸到 web2.0 的新世界。可信度評估和網路訊息處理不

但連結，也使閱聽人開始重視這種社會科技發展帶來的網路社群連結、其對訊息

的評估判斷、與可信度評價之間的關係。 

 

    從不同世代的回應來看，戰後嬰兒潮和 X 世代較重視訊息可信度，Y 世代

和 Z 世代部分閱聽人並不覺得新聞的可信度很重要，他們不介意「可信度」的

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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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分享新聞的目的可能不是傳遞這則訊息，甚至可說新聞是他們批判的

對象，我主要想知道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它(新聞)，…不去判定是不是

比較可信。（A4） 

像我有追幾個女性主義教授，他們分享就滿多的，…他們分享的新聞就比較

多元，但永遠自己的摘要加心得，就是跟女性主義有關的這樣，然後我就可

以知道說，原來這個新聞裡面這件事情，不用管可信度。（C1） 

我自己發現可不可信連對意見領袖來說，重要性比較低，而我看的是他們的

評論和想法。(A2) 

 

    這些受訪者表示「不介意」或「不判定」可信度，主要因為他們更重視他們

傳遞的意見或網路社群為主的訊息挾帶什麼心得，新聞僅為輔，跟隨新聞的個人

或群體主觀的心得、意見、評論才更重要。 

    但多數受訪者仍新聞可信度很重要，他們在傳統可信度、來源可信度的評估，

以及社會網絡平台賦予可信度的意義都有觸及。例如，Z 世代認為網路新聞和傳

統媒體新聞可信度差不多：網路新聞的可信度還其他新聞差不多，但網路資訊量

大、速度快，所以（雖有不可信的）可信的東西比較多。(A8) 

       

二、社會線索成為年輕世代對可信度的重要判準之一 

    Madden & Fox (2006)提出的社群運算工具(social computing tools)和APP應用

都能「以一種眾包智慧取代傳統機構的權威」(p. 2)，另外社群網絡連結社群的集

體反應，也成為可信度評估的重要判準。Taraborelli(2007)認為這是一種 「外在

化的資訊來源」( p. 1)，把網路上許多個人的訊息連結起來，形成集體智慧式的

訊息可信度，有些是某些網路論壇的活動帶來的可信度，有些已經形成

peer-to-peer的訊息可信度評價，翻轉傳統新聞媒體可信度價值的重要性(Flanagin 

& Metzger, 2008)。 

    不過台灣不同世代閱聽眾似乎出現矛盾心理，他們知道這些流量、評比有演

算機制和延伸的人工化排行榜的意義。多數受訪者表示不相信，但仍有一位Z世

代受訪者表示很相信，「這麼多人都認為是真的，我覺得沒有理由說不信」(A13)。

多數受訪者表示不信，但是會參考： 

 

像什麼萬人瘋傳那種嗎？我不會去看，這類新聞我自己覺得很無聊啦，但很

多人分享。(A14)      

造成一個新聞比其他新聞熱門有很多因素，但它可不可信是我們點進去之後

才會知道。但我們點進去之後又造就它的高點閱率，這是一個因果關係。所

以可不可信和點閱率是分開的兩件事。(A2) 

（點閱率）那只是說在那個當下那個議題是他寫的符合我心理，我會相信一 

定有它的道理，會認為它比較可信。(A11) 

我知道臉書有一套公式把熱門新聞推給大家，我們很多人都在抵抗這種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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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新聞，我通常不會去看這種新聞。(B9) 

 

三、訊息可信度與分享可以選擇性運用 

    由於全球經濟和科技快速發展，單一平面媒體雖然在眾多媒體中保有一定可

信度，但其產製的新聞或訊息已經無法滿足閱聽眾的需要，而求新求變的新媒體

體和社群成為閱聽眾的新歡。訊息也不限新聞，而包括解釋性內容、公民新聞等

林林總總的訊息。這種多訊息雜然紛呈、閱聽眾主動篩選接取已成當代重要的訊

息傳遞趨勢。 

    跨世代閱聽眾必須主動選擇，和新聞媒體是一種平行平等關係，為共同趨勢，

但不同世代則因為生活背景不同、認同不同，而對關注的訊息、議題重要性、自

我展現、與網路社群溝通傳播的概念不同。 

    我覺得有些網站深度不錯，不輸報紙，我也不會被即時新聞吸引，可以更客 

    觀比較報紙、雜誌和網站，如果媒體有專業，也不會被淘汰。(A5) 

    有時社會發生一些重大事件，你看蘋果發了五則新聞，標題不一樣，但內容 

    差不多，不如看網友過濾的新聞和整理的線索，還比較具體。(A2) 

 

四、Z 世代希望分享的訊息和自己立場一致 

    多數Z世代受訪者表示，如果意見符合自己態度，便是可信的資訊，這一點

和羅文輝(2013)研究發現「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接近的媒介產

品，並認為他們選擇使用的媒介產品較為可信」(p.71)。也就是只要接取訊息的

看法十分符合如果朋友同儕間的既有態度、意見或觀點經常交換，也可以滿足可

信度的需求，此時參與者對於可信度評估同時包含來源和意見，尤其在專業方面

的新聞或政治事件更常有這種情形發生。不過如果這種對可信度的評估搬到網路

訊息，會消減網路環境訊息多元的意義，反而造成「越選擇越褊狹」的結果，對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不見得有利。 

    但不同世代對於查證和分享仍出現差異，也就是Z世代不輕信媒體新聞，也

會多方查證，但他們多半上網向同儕交互查證，交換意見，形成一種「期望的一

致」。但這種「查證可信度」的方法是否能得到真正的真實，或只是另一種同質

意見的循環和擴散，值得深究。 

 

    現在專欄的好處，會比純新聞能提供深入的意見，可能現在新聞不夠深入 

    吧，寫的專欄反而會讓我比較關注新聞的重點。(A7) 

    FB都是傳朋友的訊息或意見，我覺得大家意見相近比較聊得來，也可以查   

    證，至少比較信的過。(B5) 

    我很常分享，一方面因為FB速度快，一方面因為年齡接近，政治議題我的分 

    享少，因為大家看法差很多，或許在line裡面就比較適合。(C2) 

 

五、社群平台的社會運算和分享帶來病毒式傳送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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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灣許多新聞媒體會把流量高、時效強的新聞放在網頁最前面，以引起

注意，目的也在引起高瀏覽或分享率。Smith(2013)指出現在社群網站獲取新聞內

容多半來自其熟悉的使用者，但平台也同時提供貼文回應、轉發、推薦與評論功

能，使人們以分享和社交成為使用新聞主要方式，這種做法符合 Cialdini(1984)

所說的「社會證明」(social proof) ，並開創新聞使用的創用趨勢，但也營造另一

種樂隊花車的從眾效應(Metzger, et al., 2010)。 

 

    照片或影片是我和朋友比較想看的吧！這種轉傳特別快，也很容易上去按 

    讚，因為大家反應都很快。(A7) 

    我看朋友的新聞，因為他們長期對這個有興趣，像有個朋友對恐攻有興趣， 

    每次發生時，我會去看她的意見。看看她說是不是真實的，所以她有很多追 

    隨者，FB在這方面幫助很大。(B5) 

    我看評論一方面是因為我是沒什麼主見的人，也因為受FB好友影響，我會先 

    看看評論網有什麼立場，也會看看朋友的立場，這主要是立場相近就可以分 

    享。(B2) 

 

六、網路新聞分享不完全和訊息可信度有關 

    深訪資料顯示，閱聽眾的網路新聞分享可以分成純分享，為一種平行的互動

關係。第二種是創用關係，使用者可以進行創造、搜尋、選擇性的分享內容，與

其他團體互動（Lievrouw & Livingston, 2002）。第三種是策展關係，社群策展

（curation）是從相關的線上和社群媒體的資訊來源，進行挑選和過濾，以及提

供連結至原始新聞來源的管道，目的在凸顯社群媒體中有價值的新聞，讓資訊得

以聚集、累積和擴散，以達到說服的目的。 

 

    我一般都會引一段我覺得比較好的、有內容的，因為我想看我臉書的朋   

    友，一般人沒時間去點那篇新聞來看，至少看到我放的那段引文就好了。(A7) 

    我的分享是非常自利的，我想做那麼麻煩的事情，成本比較高，主要想看看 

    能不能說服別人贊成我的想法。(B12） 

    我覺得每個戰鬥位置都要有人吧，我覺得這樣做溝通的對象是同溫層內的， 

    同溫層內在乎這個議題的人，才願意把這個東西全部都看完，我想說服他們 

    支持我，但同溫層以外，我通常不分享也不發表意見。(A8) 

 

伍、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主要發現與意義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訊息」和「分享」定義不盡相同 

    如果以網路新聞來自新聞機構、來自 UGC 來源、或其他社群平台來源的新

聞資訊內容比較，戰後嬰兒潮世代通常只相信第一類新聞，他們較少接觸意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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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或新聞資訊，他們多認為看新聞和意見表達都是個人行為；他們也表示不喜

歡「加料」的新聞，雖然認知「事實」有不同版本，但他們偏向有新聞有真相。 

    X、Y 和 Z 世代的「網路新聞來源」包括新聞媒體以外的多重來源，他們會

混雜使用，分享的內容也有混合或加料的特色。他們會看原始資料，也會上部落

格、網路論壇，由於網路訊息多為匿名，尤其 Z 世代更認為自己有責任利用自

己和社群的經驗一起分享守門。 

    換言之，不同世代間的差異可能在於戰後嬰兒潮生長的年代，其看報和看電

視都是個人個別行為或家庭共視行為，但 Z 世代既有個人行為，但也是社群交

換式的閱讀批判和集體回應，Y 世代和 Z 世代表示，他們的分享有時候是想宣揚

自己的理念或說服他人，因此對於訊息取捨、分享的概念和年長世代不太一樣。 

 

    (二)不同世代的「可信度」定義不盡相同 

    同樣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和 X 世代對網站和網路新聞基本上信任感較弱，

但 Y 世代和 Z 世代信任感則較高，主要因為年長世代認為真實就是真實，但年

輕世代會同時評估新聞本身和訊息，似乎認為「真實」是一種信念，甚至是一種

價值。並非只有黑白兩面。但年長世代顯然重視新聞本身的產製嚴不嚴謹、有無

偏差或不公正，有些受訪者也提出台灣存在「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使他們「不

信任」特定媒體，但也有年長受訪者有感於現在新聞品質不如過去，或因為新聞

內容走向軟性娛樂，非他們所需要，也對傳統媒體新聞可信度的評價不高。 

    年輕世代因為花費許多時間在網路，他們多半自認為有一套分辨新聞資訊是

為真實的方式。他們也會提到不信任媒體的想法，但主要是針對整體媒體的新聞

品質和新聞選擇的表現，而非個別媒體。他們提到較多的反而是網路訊息特質和

網站特質，有些網站深獲年輕世代信賴，像「泛科學」、「關鍵評論網」等。他們

之中許多人提到「太陽花運動」讓他們意識到傳統媒體的偏頗不公，讓他們更相

信網路上另類新聞資訊的內容和意見表達的重要性。 

    因此可知不同世代各有各的網路訊息信任來源，他們對「訊息可信度」的概

念有印象式、分析式、和專業式，年長者比較少用印象式判斷可信度，但可能因

為年輕世代習慣網站設計的專業與否外觀，他們有時會用對網站頁面設計決定是

否可行，而社會線索也是重要判準之一。 

 

(三)不同世代認知的「來源可信度」和「內容可信度」不盡相同 

    由於 Web2.0 時代的新聞分享已有創用功能在內。因此不同世代的分享和他

們認知訊息本身的權威、可信和品質仍然有關。臉書使用者的資訊分享會包含新

聞分享，但論壇使用者的分享常包括意見、評論分享，這是因為他們可能比較重

視自我表達和社會策展。 

    受訪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多半沒有網路新聞分享行為，有幾位表示從來不用網

路分享功能，因此不會特別接收網路或社群平台上各種評判可信度的來源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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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的推薦。他們仍多依循訊息重要、相關、顯著和來自何種傳統媒體的品牌做

可信度判斷。 

    年輕和中年世代除了擁有網路工具的優勢，加上網路參與度高，所以他們能

有新的網路來源(意見領袖、同儕群體、社會科技機制)作為可信度判準。但他們

最大特色是對新聞話語和新聞職業的不信任，因此對於新聞「事實」、新聞實踐

及業者表現存有基本的不信任感。他們會用新聞但會透過自己的方式重構新聞論

點和場景，甚至以評論或加註心得方式，另建不同面向的新聞論述。Z 世代的加

值傳播已有凌越新聞本身之勢。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從網路新聞使用與分享的整合動機出發，探討不同世代的網路新聞分

享與可信度的關係，釐清不同世代的閱聽眾在網路新聞分享和可信度評價的背後

有著複雜的認知和動機，也看到新聞業可信度面臨社群媒體諸多挑戰，不僅來自

網路多元來源，也包括解釋性報導、公民新聞等另類訊息生產的介入，產生新聞

專業主業的崩解。  

    在可信度的研究，本文從訊息可信度出發，也綜合整理「社會科技可信度」

和「新聞可信度」的概念，並認為新聞以「事實為基礎」的可信度，有時不是網

路閱聽眾考量的重要因素，受訪者雖然多認為「可信度」很重要，但因為不同世

代閱聽眾認知的差異以及選擇的優先考量因素不同，可信度的意涵已然轉變，可

知新聞業建立一些在網路上和閱聽人或網路社群互動相當重要。因為社會關係、

社會交換或社群為基礎的可信度論述，正在影響網路使用者的可信度，這方面值

得未來研究深入研究。 

    新聞分享方面，本文集中在社群媒體技術環境下的分享，發現「網路新聞分

享」常規正在建立中，但分享的方式受新聞類型、新聞內容特質和網路社群運算

等因素影響，尤其後者的發展已經影響新聞分享的真正意義，形成大者愈大的分

享，已經似有成為結構的影響之勢。這個運算分享如果偏重特定類型新聞(如娛

樂)的分享，或引導媒體朝符合演算機制來產製新聞，不但更影響整體新聞專業

水平，也會影響分享新聞類型的具體分布，需要繼續觀察。 

    研究方法方面，質化方法的抽樣有其限制本研究照網路新聞使用年齡層配額

訪問，導致戰後嬰兒潮的訪問人數太少，未來可以考慮擴大該世代的樣本數。另

外質化方法因受訪人數有限，未來建議進行問卷調查，以期更全面地瞭解台灣整

體社會當下的網路新聞使用和可信度評估行為。 

    本研究以不同世代作為閱聽眾的網路新聞分享區分，主要認為「世代」是社

會中有不同位置的人所建構起來，使得他們的經驗領域、特定思想和行為模式會

十分類似，並受到局限(陳義彥、蔡孟熹，1997)，本研究在對於網路新聞和分享

及可信度判斷之初步發現，確實印證這個想法。但是訪談中也發現有些 Z 世代

仍會閱讀報紙和看電視新聞，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並用行為，但也仍會分享多

元內容；有些年長受訪者只看和工作有關的網路新聞，其他新聞一律不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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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這些多樣的網路新聞使用和分享型態意味還有許多線下活動，不為現在研

究所了解，值得深入研究。 

    本研究也開放了未來值得研究的後續問題，包括「訊息可信度」的基本面新

聞業的判準正在動搖，而且年輕世代不以為意；但部分 Z 世代受訪者仍肯認新

聞媒體的「新聞」和「訊息可信度」的重要性。既然愈來愈多的年輕世代出現多

元而複雜的新聞使用與分享，並會用這些加值的訊息進行社會互動，新聞業者如

何因應這種新聞消費的轉變？年輕世代如何應對各種不實誇大的網路新聞訊息

流動開放的挑戰，都有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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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ing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news: 

Perceptions from Cross-generational users 

 

Abstract 

 

The article conducted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among four different 

generational cohorts resulting from a study which explored online news use, the 

perceptions of online journalism practices and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in intra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around Taiwan. Informed by the Social 

and Heuristic Approaches to Credibility Evaluation Online (Metzger et al., 2010) and 

the difficulty to identify the true original source in the abundance of aggregation 

pieces from the online user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impacts credibility judg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related to generational belonging.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42 interviewees in Taiwan, the study examines on how 

different social media uses and online news consuming could affect the consequences 

and reflexivity of online sourcing for audience perceptions of journalism, in terms of 

the credibility of news and journalism.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so with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ffecting both the credibility assessment and news sharing. 

 

Keywords: online news, news consumption, news sharing, credibility, generational 

communicative practice 


